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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跨界行为的收益与代价：元分析的证据* 

蓝媛美  李超平  王佳燕  孟  雪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才与领导力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  要  为探究员工跨界行为产生的影响、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通过文献检索、筛选和编码, 对 50 项员工跨界

行为研究的 52 个独立样本(总样本量 N = 14366)进行元分析, 结果表明: 员工跨界行为既会产生收益也需要付出代

价, 收益表现为员工跨界行为提升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和创新, 付出的代价表现为跨界行为引发角色压力。

员工跨界行为与结果变量的关系受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的调节。

工作态度在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但在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的关系中出现了遮掩

效应。本元分析为员工跨界行为提供了综合而可靠的结论, 对未来员工跨界行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员工跨界行为, 元分析, 工作态度, 绩效与创新, 压力与耗竭, 调节效应 

分类号  B849: C93 

1  引言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加强, 员工仅靠工

作情境内部的资源不足以完全应对外部挑战。组织

内员工打破“组织边界墙”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

立联系和互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Ancona & Caldwell, 

1992; Marrone & Carson, 2007)。员工从外部环境搜

寻与工作相关的资源和信息将其传递给组织内部

成员, 建立与关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外部专

家等)的联系和互动并协调任务分配, 实现工作目

标的行为称为跨界行为(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cona & Caldwell, 1992; Katz & Tushman, 1983; 

Marrone & Carson, 2007)。员工跨界行为有助于完

成预期的组织目标和任务(Stjerne et al., 2019), 加

强自身在组织内外部的影响力 (刘松博 , 李育辉 , 

2014), 进而提升绩效(杜鹏程, 刘晗, 2021)。已有实

证研究也证实员工的跨界行为不仅和工作态度、工

作行为等息息相关(Bettencourt et al., 2005; Lin & 

Li, 2013), 而且还可能影响组织能否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持续发展。考虑到员工跨界行为的重要性, 

系统厘清跨界行为的作用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际意义。 

已有相关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

例如员工实施跨界行为, 充分搜索和整合内外部知

识和信息, 通过知识共享提升员工的创造性绩效和

企业服务创新(杜鹏程, 刘晗, 2021; 辛本禄, 代佳

琳, 2021), 这种分享和奉献获得更多成员的尊重和

认可, 提升跨界员工的声誉(Katz & Tushman, 1983)。

但是跨界行为在搜集外部信息和外部成员建立联

系和进行互动时, 也会消耗员工更多的资源和时间, 

长期处于角色转换的工作情境中, 可能产生角色转

换冲突, 同时, 跨界行为中大量的自我资源损耗容

易造成员工的情绪耗竭和角色压力, 消耗员工分配

于创造性活动的资源 , 不利于提升员工的创造力

(Yoo et al., 2014; 朱金强 等, 2020)。 

此外, 员工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作用强弱和

方向仍存在不一致。跨界行为和绩效(Performance)、

创新 (Innovation)的结果总体呈正相关 , 但是从弱

相关到强相关程度不一(Lin & Li, 2013; Lysonski & 

Woodside, 1989; Ze et al., 2018; 唐源 等, 2020),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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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对同一类结果变量的作用方向仍有差异, 如角

色压力(Role stress)是和角色相关的一系列压力因

素的综合, 主要包含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

载三个部分(Kahn et al., 1964)。但是既有实证研究

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朱

金强 等, 2020), 也有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角

色模糊负相关(Au & Fukuda, 2002)。 

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 被

试类型多元化。实证研究既有高新科技企业的员工, 

也有来自服务行业的员工(Bettencourt et al., 2005; 

Dailey, 1979), 员工实施跨界行为进行知识和信息

等转化和传递时存在多样性, 而单一实证研究较少

比较不同类型员工跨界行为的效果; 第二, 文化背

景差异(Marrone & Carson, 2007; 张辉 等, 2012)。

早期跨界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个人主义、低权

力距离文化背景, 后期在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文

化 背 景 中 的 相 关 研 究 也 日 益 丰 富 (Ancona & 

Caldwell, 1992; Liu et al., 2018)。在一种文化背景下

发展的理论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

(Gelfand et al., 2017)。因为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和

行事方式, 个人−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是客观的反

映(Hofstede et al., 2010), 实证研究也证实员工跨

界行为受国家文化的调节(Onyemah et al., 2010), 

有必要将员工类型和文化情境作为调节变量, 探究

其对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第三, 存在尚未揭示的

作用机制影响员工跨界行为的结果差异。已有研究

从信任反思和社会网络等视角探究员工跨界行为

的作用效果(刘松博, 李育辉, 2014; 臧维 等, 2020), 

员工通过跨界行为探索信息资源建立和内外部不

同主体的联系和互动,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规

范, 工作场所的一方付出的资源和信息等获得认可

时, 往往推动另一方以等价的态度、行为和情感等

积极回馈(Blau, 1964, 1968)。员工的跨界行为也需

要付出资源和信息等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联

系和互动, 这个过程是否获得组织内成员的态度、

行为和情感等积极回馈进一步影响工作结果？还

值得进一步探讨。 

因此, 为解决跨界行为相关问题的分歧, 获得

更客观、准确的研究结论, 考虑到元分析能克服实

证研究的取样和测量等局限性, 整合大样本数据调

和已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卫旭华 等, 2018), 所以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 , 探讨跨界行为的影响效

果、作用机制以及可能的调节效应, 以期厘清员工

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绩

效与创新、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这几

类结果变量的关系, 为组织因岗而异、因地制宜的

实施跨界行为提供借鉴。整体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

分析框架, 探究跨界行为的作用“真相”, 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 
 

 
 

图 1  员工跨界行为元分析的研究框架 

 

1.1  理论基础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核心

表现是互惠规范 , 即当事人在获得回报的预期下 , 

维持与他人的交换关系(Blau, 1964; Gouldner, 1960; 

Homans, 1958)。员工通过跨界和利益相关者进行信

息 资 源 交 换 和 互 动 , 实 现 组 织 目 标 (刘 小 娟  等 , 

2015)。员工参与的跨界行为越多, 工作满意度越高

(Marrone et al., 2021), 互惠的交换关系促进员工和

组织进行正性的联结和回馈(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组 织 联 结 和组 织承 诺 相关 (Lumley et al., 

2011), 员工的跨界行为通过和内外部双方互信的

合作建立稳定的交换关系(Blau, 1964), 提升员工

的组织承诺。此外 , 绩效是社会交换的重要结果 , 

员工通过加强和组织的联结提高绩效(Helfer et al., 

2019)。跨界行为的主体获取更多外部信息和资源

运用于组织内部(辛本禄, 代佳琳, 2021), 通过信息

的分享加速创新(Dahiyat, 2015)。当员工跨界行为

获得组织的认可和尊重时, 员工的成就感和对组织

的责任感增强, 上级提供的工作资源越多(Dulebohn 

et al., 2012; Jiang et al., 2014), 从社会交换的关系

看, 员工为了回报组织, 往往增加投入工作的时间

和精力, 由此产生的角色压力和情绪耗竭可能更高。 

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了员工跨界行为的作用效

果 , 但是其边界效应和影响机制不容忽视。首先 , 

不同工作条件影响员工的认知、工作态度和行为

(Ashkanasy et al., 2014), 实证研究也发现不同类型

的员工跨界行为产生差异化的工作结果(Bettencourt 

et al., 2005; Dailey, 1979), 由此产生因岗而异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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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关系。其次, 社会交换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

表现存在差异。例如, 个人主义文化情境重视个体

在交换关系中的心理和经济自利(Blau, 1964; Homans, 

1961), 集 体 主 义 则 关 注 群 体 或 社 会 需 求 的 满 足

(Befu, 1997), 社会交换的传递性也激励员工对建

立联系和互动的利益相关者予以积极反馈。类似地, 

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情境下, 员工倾向服从上级命令, 

将一般人际交往规范让位于权威的互惠规范(Liu 

et al., 2013), 低权力距离文化情境中, 员工倾向将

工作视为和组织的交换, 期待形成组织和个体间的

公平交换关系。所以, 个人−集体主义、高低权力

距离文化情境中, 员工的跨界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

也有所不同。 

最后, 人际关系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交换关

系(Eby & Russell, 2000; Streich et al., 2008), 员工

跨界产生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互动也表现

为一种人际关系, 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交换质量。

积极的工作态度影响员工的生产效率(Stefanovska- 

Petkovska et al., 2019), 激励员工把资源投入工作

中提高绩效(孙健敏 等, 2018), 工作态度的纽带作

用影响组织交换关系的质量, 员工的跨界行为和内

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引导员工

通过新技术和方法完成工作(Khoreva et al., 2017), 

减少创新的风险。积极的情绪情感和工作态度有利

于健全个人资源, 缓解员工的情绪和压力等负面结

果(Cropanzano et al., 2017; Fredrickson et al., 2008), 

减少跨界行为产生的代价。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 理解员工跨界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

边界效应和影响机制。 

1.2  员工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的关系 

工 作 态 度 主 要 包 括 工 作 满 意 度 和 组 织 承 诺

(Meyer & Allen, 1991; Spector, 1997)。工作满意度

(Job satisfaction)是员工感知的工作角色的愉悦或

积极情绪状态(Currivan, 1999)。当员工实施跨界行

为时, 通过积极探索外部信息和资源分享到组织内

部, 协调内部工作团队, 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实现

工作目标(Ancona & Caldwell, 1992)。工作目标的实

现能满足员工提升个人能力发展的需求 (Deci & 

Ryan, 2000)。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跨界行为与银行业

员 工 和 服 务 业 一 线 员 工 的 工 作 满 意 度 显 著 相 关

(Lee & Han, 2020; Wang, Fu, Wang, & Wei, 2021), 

Marrone 等(2021)对 256 名工程团队员工的调查数

据也发现, 员工投入的跨界行为越多, 其工作满意

度越高, 说明员工通过富有成效的跨界行为提升工

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是个体

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Mowday et al., 1979)。当员

工通过高效的跨界行为的互动提升社会交换的质

量, 而不是简单的提供产品或服务时(Owen et al., 

2015), 建立信任的合作产生稳定的交换关系就越

多(Blau, 1964)。Bettencourt 等人(2005)对银行业的

281 名员工的调查发现, 员工的组织承诺和跨界行

为中的外部形象、内部影响和服务传递显著正相

关 。 员 工 直 接 与 内 外 部 的 利 益 相 关 者 产 生 互 动

(Ancona & Caldwell, 1992), 通过跨界行为减少信

息和责任的不对称引起的障碍, 解决问题实现目标, 

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据此, 提出假设:  

H1: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存在正相关关系。 

1.3  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的关系 

绩效(Performance)是组织重要的结果变量, 利

润、业绩以及个人报告的工作绩效都纳入绩效的范

畴(Nielsen et al., 2017; Paré & Tremblay, 2007)。员

工实施跨界行为协调内部工作团队和内外部专家

反馈, 帮助团队内部和团队间提升工作任务的效率

(Ancona & Caldwell, 1992), 当员工跨界与外部利

益相关者人际互动良好时, 基于互惠的关系, 员工

更愿意超越工作要求的任务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资

源, 提升员工的任务绩效(刘松博, 李育辉, 2014)。

跨界行为不是独立行动需依靠外部客户和内部成

员的联结(Huang et al., 2016), 在获取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的信任和支持后, 建立有价值的信息传递渠

道, 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网络信息交换, 提

高绩效水平(Liu et al., 2018)。 

创新(Innovation)是员工在工作情境产生的促

进企业创新的观点和结果(Amabile et al., 1996)。员

工通过跨界行为探索外部环境的信息和资源激发

创新知识源 , 为创新提 供支持 (Amabile & Pratt, 

2016), 增强员工主动创新的意识(Lingo & O'Mahony, 

2010)。实施跨界行为的主体在与内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互动和联系中迸发创意, 创意的产生和落地有

助于员工获取创新资源和信息(Kwan et al., 2018), 

通过创新的信息和资源的交换, 在开放多变的社会

环境下, 更能准确将外部环境有利的信息和资源实

现高质量转化, 提升员工创新水平(Lin & Li, 2013)。

由此, 提出假设:  

H2: 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存在正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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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的关系 

角色压力(Role stress)是和角色相关的一系列

压力因素的综合, 主要包含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

角色超载三个部分(Kahn et al., 1964)。员工的跨界

行为常常伴随不同层次的角色要求, 往往要花费更

多时间精力搜寻外部有价值的信息, 与内部成员及

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 多种角色的转换和要求

容易增加员工的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Wang, Fu, & 

Wang, 2021)。角色身份的对比越大, 角色之间转换

的潜在困难就越大(Ashforth et al., 2000), 角色超载

的可能性越高(樊骅 等, 2015)。已有研究已经证实

跨界行为和员工的角色冲突、角色超载和角色模糊

显著正相关(Wang, Fu, & Wang, 2021; 王三银 等, 

2017), 在跨界活动中更容易产生角色压力(王三银 

等, 2017)。 

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是因工作场所

压力而过度使用情绪和心理等资源引起疲劳状态

的结果(Maslach et al., 2001)。员工跨界处理的任务

难度和负荷超载, 付出的时间和资源等难以达到上

级工作期望时, 很容易受潜在负性情绪影响引发情

绪耗竭(张莉 等, 2013)。Cropanzano 等人(2003)基

于社会交换理论发现, 情绪耗竭和员工亲社会行为

等积极行为结果间均存在负面影响, 不利于形成公

平互惠的社会交换关系。徐磊(2019)基于 510 份调

查问卷发现 , 员工跨界行为和资源损耗显著正相

关。宋萌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 主管每天的跨界

行为会增加自身的情绪耗竭, 负向影响绩效水平。

员工在跨界的工作过程中付出资源, 与组织内外部

的联系和互动, 在完成工作任务后体验较高的工作

热情, 同时也会因为长期的疲惫引发过高的情绪耗

竭(Shirom, 2011)。由此, 提出假设:  

H3: 员工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与情绪耗竭存

在正相关关系。 

1.5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作结果的调节效应 

以往员工跨界行为的实证研究从资源损耗(臧

维 等, 2020)、国家文化等提出调节变量(Onyemah 

et al., 2010)。实证研究多基于特定的研究被试, 如

知 识 型 员 工 和 非 知 识 型 员 工 。 知 识 型 员 工

(Knowledge workers)主要指那些利用知识和信息在

工作中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的人(Drucker, 1979), 

包括专业人士和专业化技能的辅助人才等(张望军, 

彭 剑 锋 , 2001) 。 相 对 的 , 非 知 识 型 员 工 (Non- 

knowledge workers)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员

工、酒店等服务行业的一线职员等(苏涛 等, 2021)。

知识型员工在跨界行为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社会

资源, 发挥较强的影响力(Shipilov et al., 2017), 非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要求和资源不同于知识型员工, 

员工实施跨界行为可能产生不同工作结果。员工跨

界行为涉及不同主体间的人际互动, 而这种人际互

动受到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影响(Flynn, 2005), 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和权

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客观的反映(Hofstede et 

al., 2010)。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在集体

主义、权力距离低的文化情境对任务绩效影响更强

(Liu et al., 2018; 刘松博, 李育辉, 2014)。但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 且随着东西

方员工跨界行为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有必要从宏观

上探索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 研究选取员工类型

和个人−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作为员工跨界行为的

调节变量。 

非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为通常是根据具体工

作流程的指示完成任务难度相对较低的工作, 任务

的要求较为清晰, 工作目标的实现让他们获得保护

性资源(Hobfoll, 2001), 相比知识型员工而言他们

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少, 感知的工作满意度也更高。

而知识型员工跨界时任务相对复杂 , 难度会更大

(Mitchell & Meacheam, 2011), 往往需要损耗更多

的认知和情绪等资源(Marrone & Carson, 2007), 导

致跨界越多工作满意度更低。非知识型员工相对来

说 , 就业机会更少 , 难度更大。在跨界的过程中 , 

他们对组织提供的资源、条件和机会体会越深刻, 

导致他们愈发珍惜所在的组织 (Deas & Coetzee, 

2020), 进而对组织产生更强的承诺。对知识型员工

而言, 他们在跨界的过程中能从更广泛的范围认识

工作, 同时也拓宽他们的视野和人脉(Faraj & Yan, 

2009), 加之他们对专业的承诺高于对组织的承诺

(Chang, 1999), 更有可能在跨界的过程中发现更多

新 的 就 业 机 会 , 进 而 降 低 他 们 对 组 织 的 承 诺

(Jayasingam et al., 2016)。由此, 提出假设:  

H4a: 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能

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

的关系, 相较知识型员工, 非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

为对工作态度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相比非知识型员工, 知识型员工主要将信息和

知识进行创造, 他们更倾向在工作情境中将创造性

知识和工作应用相结合(Davenport, 2005), 开展知

识性工作产生更强的工作竞争力, 通过工作产出提

升创造价值(Allee, 1997), 他们在计划、指导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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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力更强, 获得更多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实现持续

创新(Crawford & Lepine, 2013)。跨界行为加强组织

内外部成员的联系和互动, 而知识型员工往往能利

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自主性, 以更敏锐的工作敏感

性, 将跨界行为转化为一种良性互动, 更有针对性

的管理外部信息, 超越其竞争对手, 实现更高的绩

效目标证明自己的能力(Chen & Mathieu, 2008; Lee 

& Sawang, 2016), 大 大 提 升 知 识 型 员 工 的 绩 效

(Foss et al., 2009)。由此, 提出假设: 

H4b: 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能

调节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的关系, 相较非知识型

员工, 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有更强

的正向影响。 

相比知识型员工, 非知识型员工要树立区别于

竞争对手的形象, 提供更多符合不同主体要求的产

品和服务, 实施跨界行为时他们需要更多资源应对

多重角色的要求, 产生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的可能

性更高(Wang, Fu, & Wang, 2021), 工作情境的高工

作 负 荷 和 情 绪 要 求 等 容 易 诱 发 情 绪 耗 竭 (Bakker 

et al., 2003)。非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为在多重角色

转换之间更容易产生角色压力(Wang, Fu, & Wang, 

2021), 作为跨界行为主体的非知识型员工 , 需要

分配更多注意力资源进行信息加工, 情绪耗竭水平

更高(Reis et al., 2017)。由此, 提出假设: 

H4c: 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能

调节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

的关系, 相较知识型员工, 非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

为对压力与耗竭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 个人−集体

主义是个体对个人和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 反映人

际之间的依赖性大小(Hofstetde et al., 2010)。相比

个人主义倾向, 集体主义倾向的成员更重视集体的

利益, 优先考虑集体人际的联结关系和目标, 为集

体利益合作(Hofstede, 2001), 而跨界行为正好体现

为个体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和互动, 通过建

立合作获取有利信息和资源开展工作, 保持互利的

人际关系为实现组织目标努力, 员工的认同有助于

提升更高水平的组织承诺(Clugston et al., 2000), 

集体主义中员工更愿意遵从集体的规则, 与组织目

标的高匹配性有助于激发积极情绪(Krischer et al., 

2010), 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李燕萍, 徐嘉, 2014)。

由此, 提出假设: 

H5a: 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

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关系, 相

较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工作态

度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个人主义情境下员工重视自我, 自主性和独立

需求更高(Chen et al., 2015), 而在集体主义文化情

境中, 员工更关注人际关系和总体团队目标的实现, 

努力提升绩效水平(Jackson et al., 2006)。刘松博和

李育辉(2014)的研究发现, 集体主义中员工跨界行

为的效益更大, 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名誉和地位, 激

励员工表现出更高的任务绩效, 也有研究认为集体

主义情境中员工的奉献更高(李燕萍, 徐嘉, 2014), 

通过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提升绩效水平(Liu et al., 

2018)。员工跨界行为通过积极探索将外部信息传

递到组织内部, 在集体主义情境中员工更乐于合作, 

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 , 和谐处理上下

级、组织内外部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这一过程有助

于实现知识和信息交换, 促使员工表现更多的创新

行为(王雁飞, 朱瑜, 2012)。由此, 提出假设: 

H5b: 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

为和绩效与创新的关系, 相较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 员工关注个体成就和自

我需求的满足(Lu et al., 2013), 他们表达自己的独

特性时通常更加自信 , 角色转换产生的压力较小

(Ng & Dyne, 2001), 消耗的情绪资源也相对较少, 

对员工情绪耗竭的影响较弱。相反, 在集体主义文

化情境中, 员工倾向保持群体和谐性, 为实现集体

的目标, 员工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为组织服务, 他

们对工作的稳定性更加重视(Probst & Lawler, 2006), 

可能消耗更多资源引发情绪耗竭。据此, 提出假设:  

H5c: 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

为和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关系, 相

较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压力与

耗竭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权力距离是员工对组织中资源和权力分配公

平的可接受程度(Dorfman & Howell, 1988)。相较低

权力距离的组织情境, 员工在权力距离较高的组织

情境中, 对领导安排和管理等模式有更高的依赖性

(Tepper et al., 2009), 当员工从事跨界行为时, 更容

易接受上级的指示, 倾向信任、服从和配合上级的

安排(Kirkmam et al., 2009), 认同上级的观点和行

为, 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和组织承诺(Chew & Putti, 

1995)。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情绪影响员工的工

作产出(Wright & Bonett, 2007), 在高权力距离情境

中 , 员工对权威的接受程度较高 (Kirkm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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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恪守本分完成工作任务 , 在跨界行为中较

少产生工作冲突,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更高。据此, 

提出假设： 

H6a: 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

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关系, 相较低

权力距离, 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工作态

度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员工通过跨界行为获得信息和资源(Ancona & 

Caldwell, 1992)。Liu 等人(2018)研究发现, 低权力

距离在员工跨界行为通过非正式领导对任务绩效

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而在高权力距离文化情境

中的调节作用不明显。高权力距离情境中, 正式领

导 人 的 权 威 和 规 范 影 响 员 工 的 工 作 效 率 和 行 为

(Drach-Zahavy, 2004)。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情境中, 

员工与上下级成员参与讨论或交流 (Yang et al., 

2012), 较少受上下级关系压力影响 , 有助于提升

创新绩效。高权力距离情境中, 员工倾向服从和追

随权威, 较少激发观点多样性, 创新机会也较少。

据此, 提出假设:  

H6b: 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

绩效与创新的关系, 相较高权力距离, 低权力距离

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权力距离可以解释领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

角色规范(Kirkmam et al., 2009)。高权力距离情境下, 

员工跨界行为容易在角色转化中因认知失调产生

矛盾或角色模糊(Elliot & Devine, 1994), 诱发角色

压力。低权力距离的员工较少受到社会压力的约束, 

对 遵 从 上 级 和 符 合 上 级 角 色 期 望 的 压 力 也 较 低

(Trzebiatowski & del Carmen Triana, 2020)。高权力

距离的情境中 , 上下级关系的差异符合角色规范 , 

员工往往更加顺从上级安排, 避免意见分歧(Liu et al., 

2013; Tyler, Lind, & Huo, 2000), 在跨界行为中员

工进行多重角色转换, 对上级的敏感性更高可能会

导致消耗额外的情感能量 , 产生更强的情绪耗竭

(Tyler, Murnane, & Willett, 2000)。据此, 提出假设:  

H6c: 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

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关系, 相较低

权力距离, 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压力与

耗竭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1.6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是工作态度的主要表

现, 对工作绩效具有重要影响(Mowday & Sutton, 

1993)。工作态度和行为的社会联系隐含在社会交

换理论中 , 当一方付出的资源获得赞许和认可时 , 

往往会伴随另一方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回馈(Blau, 

1964, 1968)。将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合并为整体

工作态度变量是合理的, 因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

诺是对员工总体工作态度的评估, 而且整体的工作

态度是了解工作结果以及帮助组织获得员工有用

信息价值的重要来源(Harrison et al., 2006)。 

根据“行为−态度−结果”的模型, 跨界行为直观

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 工作态度又是工作绩效的重

要影响因素(Riketta, 2008), 员工通过利益交换产生

回报的义务感(Coyle-Shapiro & Shore, 2007), 对自

己的工作满意并对组织忠诚的员工更愿意通过努力

回报组织, 实现更高的绩效(Jaramillo et al., 2005)。

积极的工作态度激励员工更加努力超越组织的期望

和要求, 实现更高的角色外绩效(Harrison et al., 2006)。 

当员工的跨界行为受到组织内外部成员和利

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时 , 为了保持工作的成果 , 

他们会产生更多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如工作满意度

(Kacmar et al., 2011), 对组织的归属和承诺更强, 

积极的工作态度一定程度上促使员工努力挖掘和

探索信息和资源, 提高员工的声誉(Katz & Tushamn, 

1983), 完成工作任务的创新性更高(Lee & Antonakis, 

2014)。这说明跨界行为既可能直接产生收益, 还可

能受到工作态度间接正向影响收益结果。 

员工实施跨界行为在多种角色之间互换, 已有

实证研究证实跨界行为消耗一定的资源和精力增

加情绪耗竭和角色压力(宋萌 等, 2021; 朱金强 等, 

2020), 体现了跨界行为的代价结果。在这一过程中, 

员工通过搜寻信息和资源, 与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

者形成稳定长期的社会交换关系有助于树立员工

的形象, 获得认可和尊重(刘松博, 李育辉, 2014), 

这样的信号激励员工表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

织承诺, 交换理论也表明员工在安全和积极的工作

情境中倾向更加努力和忠诚奉献(Eisenberger et al., 

2001), 跨界双方的联系增强。所以, 跨界行为提升

员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激发员工表现出更高的工作

自主性(Klein & Verbeke, 1999), 这种积极的补偿机

制减少员工的压力和耗竭。据此, 提出假设:  

H7: 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度间接影响员

工的绩效、创新、压力与耗竭。 

2  方法 

2.1  文献检索、筛选及编码 

以“跨界行为/跨界活动”为关键词 , 在中国知

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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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CSSC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万方数据知

识 服 务 平 台 检 索 相 关 的 中 文 文 献 , 以 “Boundary 

spanning”、“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ies/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y”、“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为

关键词, 在 Web of Science、Proquest、EBSCO、

Wiley、Sage 等数据库检索英文文献, 文献检索的

时间截止至 2021 年 4 月。最初获取 1950~2021 年

共 2452 篇文献, 文献的筛选流程如图 2 所示。将检

索到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进行筛选, 纳入标准

如下: (1)文章中报告了跨界行为与其他结果变量的

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换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及样本

效应值的实证研究 , 不包含综述等非实证性研究; 

(2)核对同一研究在不同阶段重复发表或同一样本

发表的文献合并为同一个研究; (3)以独立样本为单

位计算效应值, 每个独立样本编码一次, 若是多个

独立样本则分开编码 , 当变量为整体层次报告时 , 

取整体的数据, 若是分维度报告则在维度层面取均

值获得相关数据(Lipsey & Wilson, 2008); (4)文章以

在职员工为对象, 不包含学生等群体; (5)文章在个

体层面研究跨界行为, 排除团队和组织跨界行为的

研究文献; (6)编码的文献内容包含文章标题, 期刊, 

年份, 作者, 量表信度以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等。 

本次文献编码过程由 2 名编码者根据事先确定

的 编 码 手 册 进 行 单 独 编 码 , 然 后 进 行 交 叉 检 验

(Lipsy & Wilson, 2001), 对有争议的文献进行小组

讨论并达成一致, 确保本研究编码的准确性, 最后

的一致性为 94.2%。借鉴已有研究(Dulebohn et al., 

2012; Harrison et al., 2006; Kahn et al., 1964), 将主

要结果变量划分为三类, 分别是工作态度(工作满

意度、组织承诺)、绩效与创新、压力与耗竭(角色

压力、情绪耗竭)。最后纳入 50 项实证研究的 52

个独立样本, 73 个效应值, 总样本量为 14366。 

调节变量方面, 对员工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个人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进行编码。高新技术企业、

互联网、新产品研发部门等领域多为知识型员工, 

而服务行业、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为非知识型员

工(张望军, 彭剑锋, 2001; 苏涛 等, 2021)。个人−

集体主义的划分依据参考霍夫斯泰德的相关研究

(Hofstede et al., 2010), 在个人主义选项中得分越

高的国别和地区, 表示该地的个人主义越高, 集体

主义越弱。将被试的国别和地区按照个人主义倾向

0~100 进行评分, 高于 50 分的美国、法国、比利时

等为个人主义国家, 得分低于 50 分的中国、韩国和

土耳其等为集体主义国家(杨伟文, 李超平, 2021)。

权力距离方面 , 同样参考霍夫斯泰德的相关研究

(Hofstede et al., 2010), 使用中位数分割法将各个

国家得分情况划分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两

类(Harari et al., 2021; Rockstuhl et al., 2012; 杨伟

文, 李超平, 2021), 即得分在 50 分及以上的国家归

为高权力距离国家, 得分在 50 分及以下的国家归

为低权力距离国家。 

2.2  元分析程序 

为了探究跨界行为的元分析结果, 本研究进行

异质性检验、发表偏倚检验、主效应检验、调节效

应检验和作用机制分析。利用 R4.0.4 (R core team, 

2020)中的 Psychmeta 程序包(Dahlke & Wiernik, 

2019), 采用组织管理研究中常用的 Hunter-Schmidt

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Hunter & Schmidt, 2004)。元 
 

 
 

图 2  元分析文献检索和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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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异质性检验报告 Q、I²、Tau、Tau2 和异质性

p 值等值。发表偏倚是检验结果准确性的重要评判, 

利用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和 Begg 秩相关检验

(Egger & Smith, 1997), 失 安 全 系 数 (Fail-safe 

number, Nfs−0.05)检验在 p 为 0.05 水平的失安全系数

值和 5K+10 进行比较(Rosenthal, 1979), 评估变量

间的发表偏倚效应。主效应报告的变量值为效应值

规模 K, 样本量 N, 加权平均相关系数 r 和修正后

的  以及标准差 SD, 95% CI 置信区间和 80% CV

的可信区间。调节效应检验调节变量在跨界行为对

结果影响大小, 报告其调节效应的系数、组间和组

内异质性, 置信区间和可信区间。研究还进一步检

验跨界行为的作用机制, 分析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

度对工作结果的影响。 

3  结果 

3.1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是效应量的异质性大小的检验, 为

进一步确定研究应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分析提供参考。结果如表 1 所示, Q 检

验表明员工跨界行为和结果变量在统计学上具有

显著性(p < 0.001), 表明效应值之间存在异质性。I²

值表示在 25%、50%、75%的临界点分别对应的低、

中、高异质程度 (Higgins et al., 2002), 员工跨界行

为和工作态度的关系中, I²分别为 91.23 和 85.07 

(p < 0.001); 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方面, I²分

别为 93.11 和 94.25 (p < 0.001); 员工跨界行为和压

力与耗竭方面, I²分别为 86.65 和 83.89 (p < 0.001)。

说明各效应值异质性高。Tau²表示研究间变异量用

于权重计算的比值(崔淼 等, 2019)。跨界行为和结

果变量效应值存在异质性, 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 
 

表 1  跨界行为异质性检验分析结果 

结果变量 Q df p I² Tau Tau²

工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 193.88 17 0.000 91.23 0.18 0.03

组织承诺 26.79 4 0.000 85.07 0.11 0.01

绩效与创新       

绩效 232.26 16 0.000 93.11 0.19 0.04

创新 243.36 14 0.000 94.25 0.22 0.05

压力与耗竭       

角色压力 82.40 11 0.000 86.65 0.16 0.02

情绪耗竭 31.04 5 0.000 83.89 0.13 0.02

3.2  发表偏倚检验 

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是指已发表的文献

未 能 全 面 代 表 已 完 成 总 体 研 究 的 概 况 (Rothstein 

et al., 2005)。本研究采用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与

Begg 秩相关检验以及 Rosenthal (1979)提出的失安

全 系 数 作 为 评 估 发 表 偏 倚 的 指 标 , 失 安 全 系 数

(Fail-safe N)表示最少考虑多少个未发表研究才能

尽可能排除元分析的发表偏倚, 失安全系数未超过

5K+10 时, 要警惕可能存在的发表偏倚, 失安全系

数大于 5K+10 时, 说明研究结果受发表偏倚影响较

小, 结果越稳定。由表 2 可知, 跨界行为和三类结

果变量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和

创 新 以 及 压 力 和 耗 竭 ( 角 色 压 力 、 情 绪 耗 竭 ) 的

Egger's 回归系数 p 值和 Begg 秩相关检验 p 值都不

显著(p > 0.05)。失安全系数除了情绪耗竭这一组的

失安全系数略小, 其余所有组别变量关系的失安全

系数均超过 5K+10, 采用剪粘法(Trim and fill)进一

步 检 验 情 绪 耗 竭 的 发 表 偏 倚 (Duval & Tweedie, 

2000), 剪粘后总效应仍然显著(剪粘后 r 为 0.08, 剪

粘前为 0.06), 变化值为 0.02, 表明元分析受发表偏

倚的影响较小。说明本研究的整体结论较稳定, 不

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倚问题。 
 

表 2  跨界行为发表偏倚分析结果 

结果变量

Egger's 回归系

数检验 

Begg 秩相关

检验 
失安全系数 

Intercept p Z p Nfs−0.05 5K+10

工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 0.23 0.65 0.10 0.91 2265 100 

组织承诺 0.25 0.48 1.34 0.17 360 35 

绩效与创新      

绩效 0.28 0.60 0.14 0.89 2154 95 

创新 0.19 0.87 0.16 0.86 639 85 

压力与耗竭      

角色压力 −0.05 0.64 −0.19 0.85 519 70 

情绪耗竭 −0.17 0.64 −1.36 0.17 32 40 

 

3.3  主效应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主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见

表 3, 员工跨界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的修正后样本加

权平均效应值  为 0.34, 95%的置信区间为[0.24, 

0.43], 区间不含 0, 员工跨界行为和组织承诺的 
为 0.41, 95%的置信区间为[0.26, 0.55], 区间不含 0, 

根据 Gignac 和 Szodorai (2016)的划分依据, 相关系

数高于 0.3 表明二者存在显著高相关关系, 说明员

工跨界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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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跨界行为元分析主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K N 模型 r    SD %Var 95% CI 80% CV 

工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 18 4246 R 0.29 0.34 0.19 5.48 [0.24, 0.43] [0.09, 0.58] 

组织承诺 5 1649 R 0.35 0.41 0.12 6.79 [0.26, 0.55] [0.24, 0.58] 

绩效与创新          

绩效 17 4806 R 0.26 0.31 0.21 4.56 [0.20, 0.41] [0.04, 0.57] 

创新 15 4692 R 0.16 0.19 0.23 5.31 [0.06, 0.31] [−0.11, 0.48] 

压力与耗竭          

角色压力 12 2803 R 0.12 0.14 0.17 10.82 [0.03, 0.25] [−0.09, 0.35] 

情绪耗竭 6 1717 R −0.09 −0.10 0.16 16.14 [−0.25, 0.05] [−0.29, 0.09] 

注：K 代表效应值的独立样本数; N 表示累计样本数; R 表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r 表示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 表示修正后的信度

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95% CI 和 80%CV 是  值在 95%水平的置信区间和可信区间。 

 

正相关关系, 假设 H1 成立。 

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的修正后样本加权平均

效应值  为 0.31, 95%的置信区间为[0.20, 0.41], 区

间不含 0, 员工跨界行为和创新的  为 0.19, 95%的

置信区间为[0.06, 0.31], 区间不含 0, 说明员工跨

界行为和绩效、创新之间存在显著中等程度正相关

关系, 假设 H2 成立。 

员工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的修正后样本加权

平 均 效 应 值  为 0.14, 95%的 置 信 区 间 为 [0.03, 

0.25], 区间不含 0,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

显 著 正 相 关 , 员 工 跨 界 行 为 和 情 绪 耗 竭 的  为

−0.10, 95%的置信区间为[−0.25, 0.05], 区间包含 0,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和情绪耗竭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假设 H3 部分成立。综上发现,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

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创新和角色压力等均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情绪耗竭的相关性不显著。 

3.4  调节效应 

3.4.1  员工类型的调节效应 

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对结果变量

进行调节分组后, 组织承诺、情绪耗竭这两组分类

K 小于 3 的并未纳入分析。表 4 显示员工类型(知识

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的调节效应结果。具体来看,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 , 员工类型亚组分析结果显著

(QB = 20.89, p < 0.001), 在非知识型员工中的(   = 

0.33, 95% CI = [0.21, 0.44])相关系数高于知识型员

工(   = 0.19, 95% CI = [0.03, 0.33]), 假设 H4a 成

立。绩效和创新方面, 员工类型亚组分析结果在绩

效(QB = 14.78, p < 0.001)和创新(QB = 13.61, p < 

0.001)的关系中均显著, 且在知识型员工中的绩效

(   = 0.32, 95% CI = [0.25, 0.38])、创新(   = 0.21, 

95% CI = [0.08, 0.35])相关系数更强, 假设 H4b 成

立。员工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的关系中, 员工类型

亚组分析结果显著(QB = 4.80, p = 0.02), 在非知识

型员工(   = 0.12, 95% CI = [0.03, 0.28])的相关系

数高于知识型员工(   = −0.02, 95% CI = [−0.17, 

0.14]), 假设 H4c 成立。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对结果

变量的影响效果受员工类型的调节。 

3.4.2  个人−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 

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在对结果变

量进行调节分组后, 组织承诺、创新、情绪耗竭这 
 

表 4  员工类型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QB df p 类别 K N 
效应值及 95% CI 80% CV 

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工作满意度 20.89*** 1 0.000 知识型员工 8 1308 0.19 0.03 0.33 −0.04 0.42 

    非知识型员工 9 2685 0.33 0.21 0.44 0.13 0.53 

绩效 14.78*** 1 0.000 知识型员工 9 2332 0.32 0.25 0.38 0.21 0.42 

    非知识型员工 8 2474 0.21 0.03 0.40 −0.09 0.52 

创新 13.61*** 1 0.000 知识型员工 9 2351 0.21 0.08 0.35 −0.04 0.46 

    非知识型员工 5 2261 0.12 −0.15 0.40 −0.21 0.46 

角色压力 4.80* 1 0.020 知识型员工 5 675 −0.02 −0.17 0.14 −0.16 0.14 

    非知识型员工 7 2128 0.12 0.03 0.28 −0.02 0.22 

注：组织承诺和情绪耗竭分组后 K < 3 不纳入分析, QB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量。*** p < 0.001, * p < 0.05,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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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分类 K 小于 3 的并未纳入分析。表 5 显示个人

−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结果。具体来看, 在工作满

意度方面, 个人−集体主义亚组分析结果显著(QB = 

23.00, p < 0.001), 在集体主义(   = 0.39, 95% CI = 

[0.22, 0.56])中相关系数高于个人主义(   = 0.25, 

95% CI = [0.14, 0.36]), 假设 H5a 成立。绩效方面, 

个 人−集 体 主 义 亚 组 分 析 结 果 在 绩 效 中 不 显 著

(QB = 0.07, p = 0.79), 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绩效

(   = 0.27, 95% CI = [0.15, 0.37])的相关系数更强, 

假设 H5b 部分成立。员工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的关

系 中 , 个 人−集 体 主 义 亚 组 分 析 结 果 显 著 (QB = 

12.54, p < 0.001), 在个人和集体主义文化情境 95% 

CI 区 间 包 含 0, 结 果 并 不 显 著 , 参 考 已 有 研 究

(Bachrach et al., 2019; de Wit et al., 2012; Judge & 

Piccolo, 2004), 进一步比较 90% CI 的置信区间, 结

果显示, 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   = 0.11, 90% CI 

= [0.02, 0.20])相关系数高于个人主义情境(   = 

−0.02, 90% CI = [−0.25, 0.20]), 假设 H5c 获得支持。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受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的调节。 

3.4.3  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调节变

量分组后, 组织承诺、创新和情绪耗竭的这三组分

类 K 小于 3 并未纳入分析。表 6 结果显示权力距离

的调节效应结果。工作满意度方面, 权力距离亚组

分析结果显著(QB = 32.29, p < 0.001), 高权力距离

的相关系数(   = 0.39, 95% CI = [0.22, 0.56])高于

低权力距离(   = 0.25, 95% CI = [0.14, 0.35]), 假

设 H6a 成立。绩效方面, 权力距离亚组分析结果不

显著(QB = 0.24, p = 0.62), 高权力距离的相关系数

(   = 0.27, 95% CI = [0.16, 0.37])高于低权力距离

(  = 0.24, 95% CI = [0.11, 0.58]), 假设 H6b 不成

立。角色压力方面, 权力距离亚组分析结果显著(QB 

= 20.63, p < 0.001), 高低权力距离在 95% CI 差异

不显著。进一步比较 90% CI 时权力距离在跨界行

为对角色压力的影响关系中发现, 高权力距离的相

关系数(   = 0.11, 90% CI = [0.02, 0.20])高于低权

力距离(   = −0.02, 90% CI = [−0.25, 0.20]), 假设

H6c 成立。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效

果受权力距离的调节。 

 
表 5  个人−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QB df p 变量类别 K N   90% CI 95% CI 80% CV 

工作满意度 23.00*** 1 0.000 个人主义 11 2377 0.25 [0.16, 0.34] [0.14, 0.36] [0.04, 0.45]

    集体主义 6 1637 0.39 [0.25, 0.52] [0.22, 0.56] [0.16, 0.62]

绩效 0.07 1 0.790 个人主义 3 360 0.25 [0.10, 0.39] [0.05, 0.44] [0.15, 0.35]

    集体主义 14 4562 0.27 [0.17, 0.36] [0.15, 0.37] [−0.03, 0.50]

角色压力 12.54*** 1 0.000 个人主义 5 1416 −0.02 [−0.25, 0.20] [−0.32, 0.27] [−0.06, 0.38]

    集体主义 6 1155 0.11 [0.02, 0.20] [−0.00, 0.23] [−0.02, 0.23]

注：组织承诺、创新和情绪耗竭分组后 K < 3 不纳入分析, QB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量。 

 

表 6  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QB df p 变量类别 K N   90% CI 95% CI 80% CV 

工作满意度 32.29*** 1 0.000 HPD 6 1637 0.39 [0.25, 0.52] [0.22, 0.56] [0.16, 0.62] 

    LPD 11 2377 0.25 [0.16, 0.34] [0.14, 0.35] [0.04, 0.45] 

绩效 0.24 1 0.620 HPD 14 4562 0.27 [0.18, 0.35] [0.16, 0.37] [0.03, 0.49] 

    LPD 3 360 0.24 [0.01, 0.47] [0.11, 0.58] [0.05, 0.42] 

角色压力 20.63*** 1 0.000 HPD 6 1155 0.11 [0.02, 0.20] [−0.00, 0.23] [−0.01, 0.24] 

    LPD 5 1416 −0.02 [−0.25, 0.20] [−0.32, 0.27] [−0.38, 0.33] 

注：组织承诺、创新和情绪耗竭分组后 K < 3 不纳入分析, QB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量, HPD 和 LPD 分别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 

 

表 7  跨界行为的间接和直接路径系数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一阶段路径系数 a 二阶段路径系数 b 间接效应(a×b) 直接效应 c’ 

跨界行为 工作态度 

绩效 0.46*** 0.35*** 0.16[0.14, 0.18] 0.15[0.11, 0.18] 

创新 0.46*** 0.33*** 0.15[0.12, 0.17] 0.04[0.02, 0.07] 

压力与耗竭 0.46*** −0.61*** −0.28[−0.28, −0.24] 0.33[0.29, 0.35] 

注：***p < 0.001, 表格方括号为 95%置信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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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 

为进一步探讨跨界行为对结果的影响机制, 根

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进行分析(温忠麟, 叶宝娟, 

2014)。表 7 直观呈现跨界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路径系数。直接效应结果显示, 员工跨界行为

到绩效、创新、压力和耗竭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5、

0.04 和 0.33, 对应的 95% CI 分别为[0.11, 0.18]、

[0.02, 0.07]和[0.29, 0.35], 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间接效应显示, 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度对

绩效和创新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16 和 0.15, 对应的

95% CI 分别为[0.14, 0.18]和[0.12, 0.17], 结果均达

到显著性水平, 且直接和间接效应符合相同(ab 与

c’同号), 说明工作态度在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创

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工作

态度对压力与耗竭间接效应为−0.28, 95% CI 为

[−0.28, −0.24], 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 但是间接和

直接效应符号相反(ab 与 c’异号), 即工作态度在员

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之间关系表现为遮掩效

应 (Suppressing effects; Mackinnon et al., 2000; 

Tzelgov & Henik, 1991;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假

设 H7 部分成立。 

4  讨论 

4.1  员工跨界行为的主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检验跨界行为对工作态

度、绩效与创新以及压力与耗竭三类结果变量的综

合作用, 纳入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

和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权力距离)检验跨界行

为对结果变量的调节作用, 并进一步探讨员工跨界

行为对结果的影响机制, 丰富员工跨界行为的作用

机制和边界效应的综合研究, 获得有关跨界行为元

分析的阶段性结论 , 即跨界行为既可以产生收益 , 

也会付出代价, 这种收益和代价的互动过程产生的

结果, 与“行为−态度−结果”的过程逻辑是类似的。

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会交换理论, 员工通

过跨界行为搜索外部信息传递到组织内部(Ancona 

& Caldwell, 1992),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和

互动, 维持一种社会交换关系, 基于社会交换的互

惠基础(Blau, 1964), 促使员工为实现跨界行为的

合作付出努力, 提高绩效, 也有助于将外部信息内

化实现高效转化, 提高创新水平(Ze et al., 2018)。积

极规范的社会交换关系在跨界行为对“态度−结果”

的影响中充分体现, 跨界行为的收益体现为提升员

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和创新。但不可忽

视跨界行为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换取信息和资源, 引

起多种角色之间转换困难, 增加角色压力对创造力

产生负向影响(朱金强 等, 2020), 由此发现, 员工

跨界行为是收益与代价并存的。 

工作态度方面, 跨界行为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

承诺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员工跨界进行沟通

和协调, 打通工作中的障碍, 减少工作的阻力后加

快实现工作目标, 很容易在工作情境中产生较高的

工作满意度, 积极态度促进个体充分认识自身创造

的价值, 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久而久之提升对

工作的认同, 而组织承诺正是对自身工作的认同和

对组织的归属感, 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更高的组织承

诺,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跨界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组织

承诺正相关的结果(Wang, Fu, Wang, & Wei, 2021)。 

绩效与创新方面, 跨界行为和绩效及创新均显

著正相关。跨界行为和绩效呈高度正相关, 支持实

证研究关于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强相关的结果。员

工跨界与重要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互动

增强自身价值和影响力, 获得认可和尊重, 提升绩

效(杜鹏程, 刘晗, 2021)。本研究结果发现跨界行为

和创新呈中等相关关系, 这与以往实证结果认为跨

界行为和创新高强度正相关不同(Ze et al., 2018), 

可能的原因是元分析整合了所有相关主题研究, 把

不同强度的研究结果合并后得出的结果与单一实

证研究是有差别的, 而跨界行为是充满挑战和有难

度的(Marrone & Carson, 2007), 往往需要协调内外

部关系而非单靠个体的能力实现高创新。 

压力和耗竭方面, 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显著正

相关, 和情绪耗竭相关性不显著。员工跨界行为消

耗资源和精力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 容易产生角色

压力。结果支持了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正相关的结

果。这也说明了跨界行为并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应

该适度寻求员工的跨界行为和压力之间的平衡, 以

充分发挥跨界行为为工作服务的作用。本研究中, 

跨界行为情绪耗竭呈现负向相关关系, 但是相关关

系不显著, 这与已有实证研究结果认为跨界行为与

情绪耗竭显著相关有差异(宋萌 等, 2021), 可能的

原因一方面是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数量较少影响

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是元分析综合考虑不

同情境和文化以及企业类型的员工进行综合分析

后, 相较实证研究多集中单一样本或地区取样的结

果有不同, 遮掩了其负向关系。 

4.2  调节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 

员工类型显著调节跨界行为及其结果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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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具体来说, 当被试为知识型员工时, 跨界行

为对创新和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这与知识型员工

的知识储备和运用知识进行传递和分享, 对创新的

要求和鼓励创新结果更高有关(Crawford & Lepine, 

2013), 在组织情境中更容易激发员工通过跨界行

为产生更高的绩效。非知识型员工在跨界的过程中, 

需要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解决他们的

问 题 , 为 他 们 提 供 产 品 或 服 务 (Biong & Ulvnes, 

2001; Hsieh et al., 2005)。跨界越多, 交往的对象就

会越多或所花的时间就会越长, 损耗的资源也可能

越多(Faraj & Yan, 2009), 进而导致员工出现更多

的角色压力。但相对而言, 知识型员工在跨界的过

程中自主性与灵活性更强(Huang, 2011), 这种自主

性也会缓冲跨界对角色压力的影响。而非知识型员

工的自主性与灵活性相对较低, 跨界行为对其角色

压力的影响会更强。  

文化差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显著调节跨界

行为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集体

主义文化情境中, 跨界行为对工作满意度、绩效的

调节效果均强于个人主义文化情境。这可能是因为

集体主义更重视集体利益(Hofstede et al., 2010), 

通过集体的智慧完成服务传递 , 提升员工绩效水

平。员工优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和实现集体目标, 在

此过程中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越强, 感知集体

的激励更有价值(Yoo et al., 2011), 在集体中付出劳

动获得的认可和工作满意度更高。文化也会对自我

和集体关系产生影响(Yoo et al., 2011), 员工感受到

组织和个体成长一致性也更愿意以高绩效回馈组

织。研究发现, 个人−集体主义在员工跨界行为和

角色压力的关系中存在边缘显著性, 可能是受研究

样本的数量影响, 在进一步比较 90% CI 时发现, 

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 员工跨界行为对角色压力的

影响更强。这可能是因为个人主义文化情境, 个体

更关注自我利益实现和个人的工作感受 (Grob & 

Flammer, 1999), 在应对压力时更倾向以对抗等方

式解决(Kirkbride et al., 1991),而在集体主义社会的

个体倾向避免冲突(Leong, 2001), 保持和谐的人际

关系应对压力(Friedman et al., 2006), 感知的角色

压力更强。 

权力距离显著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的

关系, 特别是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影响更强。

主要原因在于高权力距离的组织情境中, 员工对上

级 更 忠 诚 , 依 附 和 服从关 系 更 强 (Tyler, Lind, & 

Huo, 2000), 更 容 易 接 受 自 上 而 下 的 工 作 指 示

(Javidan et al., 2006), 即高权力距离情境中, 员工

对不公平感知不敏感, 在不同主体之间产生角色约

束关系, 更容易将消极行为合法化, 即缓冲工作中

的不公平或不合理较少产生冲突(Auh et al., 2016; 

Farh et al., 2007)。元分析结果显示高权力距离的文

化情境中, 员工跨界行为对绩效的影响更强。可能

是高权力距离情境下, 员工更依赖上级给予的明确

目标, 在实现目标后感知的工作满意度越高, 更专

注 工 作 并 有 动 力 提 升 知 识 技 能 和 绩 效 (Wang & 

Guan, 2018)。员工跨界行为对角色压力的影响在高

低权力距离的情境下, 存在边缘显著性, 可能是受

限数量影响结果稳健性, 在进一步比较 90% CI 的

情况下, 高权力距离表现出显著差异, 可能的原因

是员工受到工作场所的权威和关系等影响更强, 跨

界行为引发的角色压力也更甚, 今后还需要更丰富

的研究对这一结果进行探索。 

工作态度在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创新的关系

中 发 挥 中 介 作 用 , 这 符 合 社 会 交 换 理 论 的 机 理

(Blau, 1964, 1968), 因为员工付出的资源和信息探

索与收获的工作结果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 也

是应对工作挑战和事业的选择, 激发员工积极的工

作态度(Dik et al., 2012)。当员工以积极的工作态度

评估工作结果时, 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

会更强, 愿意继续通过主动探索新资源和信息等提

升绩效和创新能力。已有研究发现员工在工作场所

感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与角色压力呈负相关

(Kim et al., 2015), 而角色压力与和所处环境、个人

因素和工作特征等有关(Faulkner & Patiar, 1997)。

研究发现工作态度在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

的关系中起遮掩效应,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

耗竭的关系还比较复杂, 今后需要更多研究验证探

索其关系。 

4.3  研究意义、局限和展望 

在整合国内外相关员工跨界行为的实证研究

的基础上, 通过元分析方法探究员工跨界行为对工

作态度、绩效与创新和压力与耗竭的影响。研究的

理论意义如下: 首先, 将研究视角转向关注员工跨

界行为的作用效果, 丰富员工跨界行为的研究。其

次, 元分析结果显示员工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绩

效与创新以及角色压力等显著正相关(Bettencourt 

et al., 2005; 刘松博 , 李育辉 , 2014; 朱金强  等 , 

2020),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是收益和代价并存的 , 

收益有助于组织发展和员工成长, 但是付出的代价

也不应忽视,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是一个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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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探索的复杂过程。再次, 研究验证了员工类型

(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和文化情境(个人−集

体主义、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员工类型的和文化

差异反映了员工跨界行为产生调节效应的个体特

征和跨文化效应。说明不同类别的员工跨界行为是

存在差异的, 也启发组织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实现

组织目标。最后, 跨界行为可以通过员工工作态度

间接影响工作结果, 但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和遮掩效

应, 说明工作态度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积极的

工作态度有助于群体氛围的积极共建, 符合社会交

换理论的互惠规范, 即员工一方付出的资源和信息

等 , 推动另 一方以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回馈 (Blau, 

1964, 1968), 但也可能存在负面回馈 , 这也符合

“行为−态度−结果”的影响模型, 为今后员工跨界行

为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研究框架。 

研究的实践意义: 首先, 员工跨界行为对工作

态度、绩效和创新等工作结果有显著影响表明组织

鼓励员工跨界行为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工作态度和

绩效等工作结果的影响有差异, 对工作态度的影响

最强, 其次是对绩效和创新等结果变量的作用。因

此, 组织管理者应该注重鼓励和培育员工通过跨界

行为为组织奉献, 也可以通过激励和晋升等举措支

持员工的跨界行为, 从而提升员工绩效和创新。其

次, 应该关注不同企业类型的员工和不同文化背景

中员工跨界行为在工作情境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等企业员工的跨界行为, 

对员工的工作结果产生的影响。最后, 不可忽视的

是员工的工作态度问题, 管理者关注员工工作态度

的动态变化并营造支持和谐的组织氛围, 肯定员工

跨界行为对组织和个人成长的价值 , 帮助缓解员

工压力等负性体验 , 组织创设条件为跨界行为提

供支持。 

研究的局限和展望主要有: 第一, 受限于已有

相关跨界行为实证研究成果, 没有进一步比较跨界

行为不同维度的影响, 虽然已有实证研究已发现跨

界行为的内部影响与服务传递与工作满意度显著

正相关, 外部表征、内部影响和服务传递均与情绪

耗竭显著负相关(Bettencourt et al., 2005; Yoo et al., 

2014), 但是符合纳入元分析的实证研究数量还较

少, 因此没有细分维度进行分析, 随着跨界行为研

究成果的丰富和深入, 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分析不

同维度的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第二, 研究

关注了员工层面跨界行为的影响, 但是跨界行为也

可能受公司层面或团队层面影响, 今后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探究公司或团队层面跨界行为与员工跨界

行为的差异, 这样可以丰富不同层次的跨界行为的

研究。第三, 研究响应学者的呼吁探究跨界行为的

边界条件(Marrone, 2010), 但是在检验调节效应的

检验中, 受限于研究数量, 出现个人−集体主义和

权力距离的边缘显著性情况,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有

待今后更丰富的研究进一步检验, 或者探究非线性

关系的影响。第四, 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

与耗竭的关系存在遮掩效应,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和

压力与耗竭的关系比较复杂, 今后可在实证研究中

进一步检验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的关系, 或积累

更丰富的研究后进一步探索员工跨界行为对压力

与耗竭的影响效果。 

5  研究结论 

元分析结果发现：(1)员工跨界行为既产生收益, 

也会付出代价, 收益表现为员工跨界行为提升工作

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和创新, 代价则是员工跨

界行为引发角色压力; (2)员工类型(知识型员工−非

知识型员工)在员工跨界行为和结果变量之间发挥

调节作用, 文化差异方面, 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

影响在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文化情境下比个人主

义、低权力距离文化情境突出; (3)工作态度在员工

跨界行为和绩效、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在

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的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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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organizations. Numer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work-related outcomes. However, 

the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t among studies. This meta-analysis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f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work attitude, performance, innovation, stress, and burnout, and also 

examined potential moderators and mediating mechanisms for thos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We meta-analyzed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primary studies on employee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with key words including “Boundary spanning”, “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ies/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y”,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etc., in English databases including Web 

of Science, ProQuest (Dissertation), EBSCO, Wiley, Sage and Chinese databases of CNKI and CSSCI. Finally, 

52 independent samples from 50 empirical studies (with a total sample N = 14366) were included. We chose a 

random-effect model to conduct the meta−analysis using the R package Psychmeta (Core team, 2020). The 

results showed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52 independent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test. The publication bias test was conducted using Egger's test, Begg test, and Failsafe number, which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publication bias in the studies. 

 With the Hunter-Schmidt’s meta-analytic method, employee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ith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   between 0.34 to 0.41)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   between 0.19 to 0.31), as well as a small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ole stress (   = 0.14). It ha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  = −0.10, 95% CI = [−0.25, 0.05]). Employees'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s both benefits and costs. 

Employee type (knowledge workers−non-knowledge worker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ower 

dista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s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its outcom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were stronger for 

knowledge workers than for nonknowledge workers, b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job satisfaction and role stress were stronger for nonknowledge workers than for knowledge 

workers. Collectivism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job 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job 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and role stress were stronger for high power distance regions than low power 

distance regions. Additionally, a meta medi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whether work attitude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with work outcom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d indirect impacts 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while 

having suppressing effects on stress and exhaustion. We discuss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Key words  employe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meta-analysis, work attitud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stress and exhaustion, moderating effect 

 


